
黃嘉莉、王淑麗、丁一顧 支持教師專業發展的學校氣氛之個案研究 39 

 

 

支持教師專業發展的學校氣氛之個案研究 

黃嘉莉、王淑麗、丁一顧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索個案學校中教師感知支持專業發展的學校氣氛，以

及在人力、策略和資源層面上營造支持性氣氛的可能條件。為達上述研

究目的，本研究進行兩場次焦點團體訪談蒐集證據，進行探索性個案分

析。本研究主要發現為：（一）個案學校本已有教師交流情形，教學輔導

教師制度促進該校制度化教師交流活動；（二）學校中的信任關係是營造

教師合作文化的基礎；（三）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專業學習社群、學習共

同體等群體學習，是發展教師集體效能感的媒介；（四）策略層面中善用

設定課程精進目標與校長教學領導，而資源應用層面中空間規畫與專案

整合，乃是促進學校氣氛正向發展的因素；（五）各種教師專業發展制度

或計畫，尚未高度關注學生學習成就之提升。本研究最後根據研究結論，

提出相關建議提供教師專業發展之實務及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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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f School Climate that Supports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Jia-li Huang, Shu-li Wang, & Yi-Ku Ding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teachers’ perception of the 

school climate that support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case school, and 

the possible conditions for creating a supportive school climate at the dimension 

of manpower, strategy and resources. This study adopt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o conduct exploratory case study, and collects evidence using two focus 

group interviews.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eacher interaction is 

institutionalized through mentor teacher program in case school. (2) Trust is the 

foundation for constructing teachers’ collaboration in case school. (3) The 

mentor teacher program, teacher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and learning 

community, etc., are the media for developing teachers’ collective efficacy. (4) 

The factors facilitating supportive school climate are making good use of the 

strategy of setting curriculum improvement goals and principal’s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and promoting the application of effective resource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school space and projects. (5)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ctivities do not completely focus on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sugges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and further studies are proposed. 

 
Keywords: mentor teacher program, teacher collective efficacy, trust, school 

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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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學校教育的進步應是集體教育人員的共同責任，且是所有學校都必

須承擔的社會責任。綜觀學校進步（school progress）的概念，不僅是一

種量的提升，更是品質的提升。而學校教育品質的提升，起於 1970 年代

新自由主義強調績效的時代脈絡，來自英國與美國對於學校教育成效不

彰、無法培育社會所需人才、進而失去國際競爭力等批評，讓學校教育

必須以績效和標準作為具體展現培育成果的方式（李奉儒，2001：23-24；

黃嘉莉，2016）。績效潮流促使學校必須提出培育人才的具體成果，包括

學生學業成就或就業數據等。例如：美國 2001 年《帶好每一位學生法》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明確指出學校必須針對所有學生的有利於

教與學提出改善計畫，各州必須發展適用所有學生的科目內容和表現標

準；而各科內容必須讓學生都可學習，並以表現標準本位的評量方式證

明之（Duran, 2005: 80）。學校從被動依循政策到自主規畫革新措施，在

在顯現出學校追求進步實應來自內部動力。 

學校內產生革新動力來自於教師專業發展能起作用，其前提在於教

師必須是主動且積極投入於教學工作，提升學生學習成果。此一命題彰

顯教師、專業發展、學校效能三者的複雜關係，彼此相互連結；同時也

展現教師受到學校環境的影響，採取個別或集體的革新或學習行動，進

而促進學校效能的提升（Imants, Merel, & van der Wal, 2020）。許多研究

顯示學校效能的重要影響因素是學校氣氛，它能改善教師教學效能、學

生學習，以及提高學校教育的品質（Dorina, 2013; Fisher & Fraser, 1991）。

一如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能夠營造教師集體效能感（丁一顧，2011a；連倖

誼、張雅筑，2017），而集體效能感又能影響學生學業成就和學校革新（陳

俊瑋，2009 ; Goddard, Hoy, & Hoy, 2004）。學校與教師專業發展是互惠

的關係，教師專業發展仰賴學校的支持且深受學校的影響；相對的，教

師的專業發展同時促進學校教育的進步和學生學習（Broko, 2004; Clar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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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lingsworth, 2002, p.947; Cordingley, 2015; De Vries, Jansen, & Van de 

Grift, 2013; Kennedy, 2016; Penuel, Fishman, Yamaguchi, & Gallagher, 

2007; Timperley, 2008）。那麼，學校如何營造有助於教師專業發展的氣

氛，以致影響教師教學、學生學習和學校效能？基於此思路，本研究特

選擇學校個案，從教師的視角了解其感知到哪些學校氣氛使其決定參與

教師專業發展，進而探索教師知覺到學校中哪些條件產生如此支持專業

發展的學校氣氛。 

貳、文獻探討 

一、學校氣氛之內涵 

（一）學校氣氛的意義 

學校氣氛的研究已經長達好幾十年，1982 年 Anderson 針對學校氣

氛分析超過 200 多筆的文獻，最終指出難以定義學校氣氛；直到 2007

年經過美國「學習與公民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Learning and 

Citizenship）、「各州教育委員會」（Educ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s）、

「學校氣氛中心」（National School Climate Center at the Center for Social 

and Emotional Education）共同討論出學校氣氛的意義，係指學校生活的

品質和特色，亦即學校生活經驗的基礎，反映出規範、目的、價值、人

際關係、教學與組織架構（Cohen et al., 2009: 182）。 

學校氣氛相對於學校組織，猶如人格相對於人一樣，指涉一個組織

的整體環境品質（Anderson, 1982: 369），是由許多因素導致而形成學校

的一種特性、精神、文化（Fisher & Fraser, 1991: 17）。而環境（environment）

則包括物理設備、社會互動、制度文化等（Anderson, 1982: 369）。由此

可見，學校氣氛與學校環境同屬一體但指向不同層次：學校氣氛屬於個

人主觀知覺，較為抽象；學校環境則指向較為具體可視的物理與人類行

為互動或制度。Darling-Hammond 與 Cook-Harvey（2018:9）便直接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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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學校環境視為學校氣氛，目的在於影響到學生學習社會、情緒和學

業能力。雖然學校氣氛難以描述且相當複雜，但每一所學校都會有獨特

的學校氣氛，且能夠影響成員認知、情意、行為、價值、成長與滿足感

（Anderson, 1982），包括影響學生學習的動機（Eccles, et al., 1993; 

Goodenow & Crady, 1997），和更佳的學業成就表現（Esposito, 1999; 

Shindler et al., 2009）。 

（二）學校氣氛的測量 

雖然學校氣氛難以具體描述，但學者仍嘗試剖析其內涵並進行測

量。Moos（1974）探究組織氣氛的心理社會環境的測量面向包括： 

1.關係：係指環境中人際之間的互動、成員投入於任務中所獲得的

支持和協助情形，如同儕支持、投入。 

2.個人發展面向：係指個人成長和自我增進所需的資本，例如自主、

競爭等。 

3.系統維繫和改變面向：係指組織的有秩序性事物，例如期待、控

制、回應改變的能量。 

Moos（1981）根據 1974 年劃分組織氣氛三面向，進一步發展出測

量學校氣氛的《工作環境量表》（work environment scale），內容包括關

係面向（投入、同儕凝聚力、行政支持）、個人發展面向（自主、任務取

向）、系統維繫和改變面向（工作壓力、明晰、控制、革新、物質舒適），

共 90 題。從 1974 和 1981 年量表內容來看，是偏向特定組織測量其社會

氛圍。之後一些學者也陸續發展相關量表，例如《學校層級環境問卷》

（School-level environment questionnaire）包括學生支持、聯繫感、專業

興趣、成員自由、參與決定、革新、資源適足、工作壓力，共計 56 題（Fisher 

& Fraser, 1991）。又如學校氣氛分為：安全（包括物質、社會情緒）、教

和學（包括教學品質、社會關係與情緒學習、專業發展、領導）、關係（包

括尊重關係、多元性、社群與合作、道德倫理）、環境（包括有清楚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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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適切的空間和設備、環境具有美感、學校規模適切、提供課程與課

後輔導），共計 13 種面向，但多以學生為核心（Cohen et al., 2009: 184）。

Kohl、Recchia 與 Steffgen（2013）分析 2000 年後發展有關學校氣氛的

量表發現，大多量表都與學生發展有關，並納入師生關係、師師關係、

生生關係以及學校制度等為測量內容，對象擴大到其他學校成員。 

但學校如同 Bronfenbrenner（1977）生態模式一般，可分為微系統

（mircosystem）、中系統（mescosystem）、外系統（exosystem）、大系統

（macrosystem），分別受到內部成員、成員間關係、社區、社會等因素

影響。因此，他們建議應審慎選擇適當的量表。基於本研究問題，旨在

從了解教師個人知覺學校氣氛為何，並探索教師認知到支持教師專業發

展的條件因素，是以教師為核心而非學生，而前述諸多量表有難以達到

目的之虞，必須有其他方法取得教師知覺的內容。 

新加坡的卓越學校模式（School Excellence Model, SEM），便是透過

學校自主管理，以提升學生學習為主的測量（Ng, 2003; 2008）。首先，

是符合本研究欲以探究學校氣氛提升學生學習之目的；其次，其模式層

面包括人員、策略、資源，既與前述學校氣氛劃分層面雷同，也能提供

結構性架構供本研究探究支持教師專業發展的學校條件。因此，本研究

採用卓越學校模式架構探究支持教師專業發展的條件。該模式在各層面

上的內容包括（Huang, Tang, He, & Li, 2019; Ng, 2003, 2008）： 

1.人員：成員創新管理、促進成員自主或創新或道德上表現等； 

2.策略：倡導學生學習的相關領導、策略規劃、促進效能的行政與

運作、關注學生為主的策略、合作、蒐集學生學習關鍵結果等 

3.資源：校內如人力、物力、空間和時間資源、與校外關係管理。 

綜上，學校氣氛是為組織成員在所處場域下，感知他人與事物互動

間的心理傾向。就以學校氣氛內涵以及生態模式而言，新加坡卓越學校

模式架構內容，包括學校成員的行為要求與規範、行政運作的目標和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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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設備和空間，以及與校外關係，蘊含了個人知覺組織氣氛所需的條

件。因此，基於學校氣氛可以促進有意義的學生學習，且學校氣氛應朝

向正向發展，本研究將產生支持教師專業發展的學校氣氛條件因素分為

人力發展、策略計畫與資源應用等面向，以做為後續研究的分析架構。 

二、教師與學校氣氛 

教師主觀知覺與學校氣氛息息相關。根據研究顯示，學校能吸引且

留下高素質教師，並讓教師專注於學生學習，營造支持的氣氛和具有正

向文化是重要策略（OECD, 2012; Schleicher, 2014）。相關研究顯示提供

新進教師在學校生活的支持，給予良好教學示範與合作探究教學機會，

促其能熟練改變學生行為技巧與體認專業責任等，結果能產生較高的留

任率（Brewster & Railsbak, 2001; Ingersoll & Kralik, 2004; Joftus & 

Maddon-Dolan, 2002; Loeb & Miller, 2007）。學校提供新進教師所需的支

持，可促其教學信心（Olebe, 2001）；而教師留任與否也影響到學校凝聚

力與合作文化（Talbert, 2010: 558）。當學校存有合作氣氛後，教師相對

比較願意留任於學校，而教師以學生學業成就也較能獲得正向的結果

（Ingersoll, 2001; Wynn, 2008）。 

其次，教師的留任率與滿足感多半來自於學校具備支持、信任、合

作等氣氛，進而提升學生學習（Kraft, Marinell, & Shen-Wei, 2016）。再者，

此種來自於領導者的支持與正向的同儕關係之學校氣氛，能讓教師感受

到支持且享有工作滿足感與歸屬感；當教師對學校有較高的歸屬感，相

對可避免工作倦怠感（exhaustion），也較樂於投入教學工作（Skaalvik & 

Skaalvik, 2011: 1036）。而當教師具有滿足感與歸屬感，較容易產出集體

效能，且能促進學生學業成就（丁一顧，2011a；Goddard et al., 2000: 

502）。另外，有關教師工作滿意度研究結果也顯示，教師工作滿意度來

自於自身的專業知能精進，其工作環境中有支持性氣氛（Bogler, 2001; 

Cohen et al., 2009: 200; Dinham & Scott, 1998; Skaalvik & Skaalvik,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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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ods & Weasmer, 2002:187）。在國內，從教師個人主觀對學校認同或工

作滿意相關研究顯示，教師工作前景越佳、越有意義、越有價值、越高

自主性、工作場所人際關係、性別不影響擔任主管公平性、工作疲憊度

低，則工作滿意度會越高（林俊瑩，2010：25；林慧敏、黃毅志，2016）。 

綜上所述，當教師處於支持性氣氛的學校環境中，且領導者或行政

給予專業成長機會，實有助於提升教師對學校的認同，並能感受到工作

滿意度和歸屬感，進而投入於教學革新產出集體效能感，以提升教學品

質。 

三、教師專業發展與學校氣氛 

教師如成為學校革新或讓學校產生效能的關鍵者，其專業發展便必

須能讓教師持續增能。而教師參與專業發展的學習動力來自於個人

（Calvert, 2016），包括教師必須要有內發學習動機（Darling-Hammond, 

2017）、教師認同（Noonan, 2018）；除此之外，教師參與專業發展也受

到學校的影響，包括教師群體的互動（Day, 1999）、學校氣氛、組織文

化、革新能量、共享的學習願景、支持專業發展活動、鼓勵創新等

（ Admiraal, Schenke, Jong, Emmelot, & Sligte, 2019; Clarke & 

Hollingsworth, 2002; Desimone, 2009; Fang, 1996; Newmann, King, & 

Youngs, 2000）。當學校瀰漫著專業學習且有機會讓教師合作以解決問題

的氣氛時，是最能支持教師專業發展（Admiraal et al., 2019）；相對而言，

當學校是高工作負擔的環境且欠缺分享文化，則能讓教師專業學習處於

負面的不彰結果（Schaap et al., 2019）。 

上述各種學校影響因素中，以教師間同儕關係的專業發展品質對學

生學習成功最有所幫助（Tschannen-Moran, Parish, & DiPaola, 2006）。誠

如 Tschannen-Moran（2009）所指，當教師藉由專業發展而共同合作以改

善教學為目的時，對於學生學習的責任比起傳統只期待學生成績更有幫

助；如增進教師間合作文化，將有助於增進學校效能。臺灣學校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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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互動行為起於 2001 年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簡稱教輔制度），

旨在讓初任或新進教師獲得協助，順利融入學校生活，並發展教學知能；

而教輔制度的落實，可改善教師孤立、促進教師集體合作、獲得友伴關

係與肯定、接觸各種教學模式、調整自我教學等優勢（丁一顧，2011b）。

亦如國外研究教輔制度的結果一樣，不僅可以提高初任教師留任率，也

可以提升教學專業知能（Feiman-Nemser, 2003）。 

除教輔制度外，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一群具有共同目的且對教育或

學生有所承諾的人所組成，透過彼此協助合作並相互對話和分享知識，

以追求共同的目標（孫志麟，2010）。專業學習社群之所以能讓教師教學

與學校學習氣氛產生緊密連結，乃因教師透過學習以及對學生學習的道

德責任，而激起教育改革的能動性（Fullan, 2007）。此種能動性是以教師

在學校環境中，經過社群的專業發展歷程，包括集體學習和運用過程，

讓教師願意且主動成為行動者（Imants, Merel, & van der Wal, 2020）。而

能讓教師內生能動性，學校的協同合作、開放、信任、相互與共的氣氛，

必須能夠讓教師有所感知（孫志麟，2010）。相關研究已經證實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能預測教學效能（連倖誼、張雅筑，2017），或者產出集體效能

感（丁一顧，2011a）。 

在國內除了教輔制度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外，學習共同體也是教師

群體合作進行學習的發展活動類型。例如新北市於 2013 年度起由前導學

校實施佐藤學發展的學習共同體，透過教師協同學習並帶領學生探索學

習，共同打造民主與幸福的學校氣氛。但為讓學習共同體能順利進行，

應強化教師間的信任關係與行政支持（包括減少與教學無關的行政業

務、安排教師共同時間等）是重要的關鍵（林政逸、吳珮瑩，2016）。整

體而言，教師專業發展與學校氣氛也是相互影響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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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方法 

有鑑於學校氣氛屬主觀感受且較為抽象，以及過去研究多採量化並

多以學生為對象，鮮少針對教師個人感受的主觀知覺進行探究。因此，

本研究為探索支持教師專業發展的學校氣氛以及營造此氣氛之條件，特

進行探索性個案研究。為蒐集教師的知覺，本研究採用焦點座談方式進

行，以「出聲思考」（think aloud）的設計，透過集體間對話產生對研究

問題的答案與理由（Duncker & Lynne, 1945）。它是一種讓出聲者作為思

考時的客體，直接關注於問題本身。亦即，將出聲者的思考歷程口語化

和文字化，而被紀錄的思考歷程便成為出聲者內在的認知（Ericsson & 

Simon, 1998, p.178）。基本上，出聲思考是一種未結構化的回應版本，具

有情境獨特性與控制性的效果（Davison, Vogel, & Coffman, 1997），須進

一步加以組織。本研究便透過焦點座談方式，透過教師「說出」自己的

認知與觀察，並且與其他教師產生激盪，以達本研究目的。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擇取於 2001 學年度起推動教輔制度的臺北市一所個案小學

為研究對象。選擇個案學校之理由在於其是最早實施教輔制度學校之

一，迄今已有十餘年的參與經驗，目前仍持續推動中，有助於完整了解

教輔制度及近年政府推動各項教師專業發展計畫（如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學習共同體等）與學校氣氛和學生學習的相互關係。在受訪教師上，

本研究採取理論性取樣（theory-based sampling）（Patton, 2002），針對個

案學校推動教輔制度上所產生深遠的影響，特選擇一組為教學輔導教

師，共有 7 名；另一組為非教學輔導教師，亦有 7 名，每場次約兩小時

進行焦點座談。此分組是基於差異化參與社群教師與為參與社群教師所

做的安排，希冀從中分析出學校人員間互動知覺到學校氣氛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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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參考 Admiraal 等人（2019）、Cohen 等人（2009）、Kohl 等

人（2013）、Moos（1974, 1981）、 Wynn（2008）等之研究或文獻，編

製「教師專業發展、學校氣氛與學生學習之訪談大綱」，研究大綱初稿完

成後亦邀請兩位教師專業發展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進行訪談大綱之檢視

與修正，藉以建立訪談大綱之內容效度。而半結構訪談大綱之內容主要

包括：（1）近年來貴校有哪些有關學生或教師優秀的表現？請舉例說明。

（2）你覺得有可能是哪些因素讓貴校學生或教師在這些方面有優良表

現？哪些因素會干擾學生或教師的優良表現？（3）這些因素有哪些是和

教師表現有關的？（4）未來如果要讓學生或教師的表現更好，你覺得哪

些是相當重要的影響因素？（5）未來如果要讓學生或教師的表現更好，

教師還可以從事哪些改變和發展？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進行焦點團體訪談蒐集質性資料，並取得在場所有參與人員

的同意進行錄音，將逐字稿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本研究採用 MAXQDA 

11 軟體處理，其步驟如下（張奕華、許正妹，2009）： 

（一）首先建立文本群組（text group），A 代表曾為教學輔導教師，

再分別以A1~A7代表 7位受訪者。B代表非教學輔導教師，分別以B1~B7

代表 7 位受訪者； 

（二）將兩組受訪者的逐字稿匯入所屬群組以形成文本； 

（三）進行譯碼系統建立編碼，每一編碼下可再建立次級編碼

（sub-theme），形成層級架構； 

（四）將文本段落指定為一個或數個編碼為已編碼段落，以協助解

釋訪談資料； 

（五）進行各個編碼段落的的判讀，以確認其與研究問題之相關性； 

（六）將編碼段落形成分析結果進行主題（theme）命名。 

（七）再撰寫每一個主題的描述文，藉以統整成研究結果。 



50 臺東大學教育學報 2020, 31(2), pp. 39-77 

五、信實度 

本研究基於研究資料應具有可信度、可確認性、可依賴性的信實度

（trustworthiness）（Lincolin & Guba, 1985）。在資料蒐集上，本研究進行

兩組有無參與教學輔導教師進行焦點團體；除此之外，本研究另取得個

案學校的基本學力測驗結果以資對照，具有人員和資料來源多元的可依

賴性。而且此兩組教師在訪談內容，本研究進行其前後經驗和立場態度

的一致性，具有可信性。另外，本研究採取 MAXQDA 軟體進行編碼統

計分析，編碼內容經過研究人員再三確認，使編碼的段落具有可確認性。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研究結果 

本研究針對兩場共 14 位受訪者之逐字稿內容，共擷取 157 個段落

加以編碼，其中教學輔導教師訪談內容有 111 個段落，非教學輔導教師

訪談內容有 46 個段落。整體而言，包括 7 個核心主題：學校氣氛 16 段

落，教師優秀表現 12 段落、學生表現 11 段落、人力發展 85 段落、策略

計畫 7 段落、資源應用 8 段落、優秀表現的干擾因素 18 段落。7 個核心

下又包括 22 個次級主題，詳如表 1。 

表 1 

兩場訪談內容譯碼一覽表 

譯碼 次級譯碼 編碼段落數量 總計 

學校氣氛  16 16 

教師優秀表現 國際交流 2 12 

 行動研究 5  

 語文競賽 1  

 校外分享 1  

 公開觀課 1  

 輔導團 2  

學生表現 社團 1 11 

 科展 2  

 競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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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續） 

譯碼 次級譯碼 編碼段落數量 總計 

 基本學力檢測成績 4  

人力發展 教學輔導教師 74 85 

 專業學習社群 7  

 學習共同體 4  

策略計畫 課程精進 4 7 

 校長教學領導 3  

資源應用 適合空間規劃 5 8 

 專案整合 3  

優秀表現的干擾因素 政策太多缺乏理念 4 18 

 臨時活動太多 2  

 學校活動太多 4  

 政策太過功利取向 2  

 學生本身太忙本末倒置 6  

  157 157 

註：研究者依訪談內容自行繪製。 

二、研究結果 

（一）個案學校氣氛 

學校氣氛是一種校內生活經驗的模式，反映出特定規範、目的、價

值、人際關係等模式，學校內成員都能領受到學校氣氛的狀態。就如受

訪教師所言： 

因為有這樣溫馨的環境，我覺得就會產生一種你對這個學校有一種向

心力，會想說我一定要做得更好，那種感覺。（A6 師） 

本校的氛圍是可以給願意做事的老師舞台跟機會，今天在本校任何一

個老師，他如果想要發展，他有熱情他想做，行政端支持以外，我覺

得最好的是老師不會打壓別人。（A4 師） 

此種描述展現出學校氣氛是正向，是一種能激勵教師要做得更好的基

礎，此隱形價值促動教師致力於教學精進。該校具備教師可以全力施展自

己的理想與能力的氣氛，儼然與Hargreaves（1972: 404-406）指出中小學教

師非正式團體的「平凡規範」（mediocrity norm），即教師之間步調一致且不

刻意求表現，有所不同；並且也與 Lortie（1975: 234-235）指出教師保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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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conservatism）文化，而不願去冒著無能或破壞名聲的可能，去革新或

嘗試不同的教學方式，有著截然不同表現。這或許是因為學校聲望與教師

專業發展的演進，無形地影響教師的知覺及其行為，就如教師所言： 

我會覺得說，大家進來本校基本上你大概會有一個想法，這間學校大

概就是要這樣，(旁人笑)，所以說不管是人家要你觀摩教學或什麼，

來這個學校是難免的。（A5 師） 

現在是你真的可以做你想做的課堂，然後大家來看你的課堂，然後就

一起切磋，一切都好像很自然，那個感覺是不一樣的。（B7師） 

不管你是不是身為教輔老師啦，我覺得你來到這個學校，無形中你會

給自己一個目標或者是一個期許，認為我就是要這樣努力，要不然會

有點覺得我好像跟不上這個學校的一個氛圍，所以大家其實做很多事

情的時候其實還蠻兢兢業業的。（A5 師） 

來自該校氣氛與教師間的互動，即該校的教師知覺學校聲望而採取

行動，以及學校因教師持續革新行動而形成的氣氛又再影響教師，此種

生成的過程潛移默化影響教師行動。個案學校的非平凡規範氣氛，讓教

師產出 Giddens（2003: 25）的使動性（enabling），讓教師有想去「做」、

想去改變的動力；學校氣氛自然而然推進教師的「做」，是教師在學校環

境下，對自身角色與行為進行反省性（reflexivity）的監控，而產生能夠

改變的結果。這是一種自然而然教師間相互激勵的氣氛，就像受訪教師

所言： 

我記得我剛進來是民國 87 年，學校為了讓你更熟悉這個環境，讓你

能夠安心，自然就會有一個隔壁班的老師，似乎就是你的夥伴，到一

個新環境裡難免有一點慌，可是有人跟你講，你就覺得有一種安定的

感覺。（A6 師） 

反正我們會湊在一起，然後接下來所產生的東西喔，就不是行政規定

的。…我們談談談，然後就會有一個東西出來了，不管是教學上面的

東西、教材、教法也好，或是後來把它寫成行動研究也好，那是就是

自己做出來的，所以不是行政的規定，…也許是因為這個氛圍營

造…，那老師們在這個裡頭會很自然就做自己的事，就會產出很多好

的東西出來。（A1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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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個案學校的正向氣氛影響著教師願意產生改變的行動，

教師的願意與學校氣氛產生相互正向影響。誠如Cohen、McCabe、Michelli 

與 Pickeral（2009）認為學校氣氛的營造來自於學校成員，尤其是教師。

個案學校是在自然而然中影響著教師相互精進的氣氛，和 Imants、Merel

與 van der Wal（2020）的主張是相同的。個案學校教師確實在信任基礎

的學校氣氛中，展現出願意對話、願意合作精進以及實踐革新措施的態

度；而且教師知覺到被激勵起來後，才更容易在專業學習見到彼此之間

的信任感（Hallinger, Liu, & Piyaman, 2019）。此種良性循環與 Brand、

Felner、Shim、Seitsinger 以及 Dumas（2003）的研究結果相同，即教師

與學校氣氛而產出的精進教學，是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成就、行為表現以

及移民族裔的適應與表現。由此可見，學校氣氛與教師專業發展的正向

積極關係，進而提升教學品質。 

（二）支持性學校氣氛的條件分析 

不可否認的，個案學校在本研究進入前已存在教師相互精進的氣

氛。因此，本研究進一步以人力發展、策略計畫、資源應用等面向，探

索支持教師專業發展的學校氣氛的條件因素。 

1.人力發展 

根據表 1 的質化編碼結果，在人力發展上，訪談者提到最多的是教

輔制度，其次是學習社群和學習共同體。而此些教師專業發展都與學校

氣氛和環境產生正向相互作用。 

（1）制度化教師專業文化的傳承 

該校在 90 學年度開始實施教輔制度並未遇到阻礙，乃因該校過往

運作的經驗： 

我們學校其實一直有這個傳統，因此學校實施教輔，推動得其實是蠻

順利的，因為就是承接了那個傳統這樣過來的，大家都覺得那只是把

它制度化而已，所以說好像很順其自然的。（A7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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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學校在教輔制度下，將原有的支持氣氛轉化為制度，讓年資不

同的教師得以互動，就如受訪教師所言： 

對一個新進老師來說，它提供了一個正面的思考，就是說，這個師父

怎麼做怎麼教，就會做為他以後的榜樣，就會跟著學，我覺得會有比

較正面的發展。（A5 師） 

就是一個很棒的經驗啦，因為我覺得當初我的教學輔導老師也是告訴

我說她為什麼這麼做的原因，其實就是她會回想她自己新進的時候，

也是被這樣照顧的…。（B6 師） 

誠如 Hargreaves 和 Goodson（2006:24）指出，學校革新的驅動力之

一，便是不同年代的教師延續學校革新任務。在個案學校中的教師專業

氣氛，透過教輔制度的制度化而代代延續，不僅有利於實施後續教師專

業發展相關計畫，而且也促進正向學校氣氛。 

（2）促進教師合作文化的教輔制度 

另外，一如 A3 教師所言「你也願意開放你的教室」，教輔制度讓教

師打開教室的門，一反 Lortie（1975）所稱教師的孤立文化（isolation）

或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體現一種與他人相互影響的文化價值。 

你來看我上課好了，那就變成說，我先讓你看習慣，我好的不好的你

都看到了，如果說我開放我的教室夠多，那你是不是也會有比較多一

些的勇氣。(A4 師) 

我覺得教學輔導老師其實也都很願意傾囊相授，就是當我們新手進來

的時候，他就是會想要把他的法寶通通教給你這樣。（B3 師） 

教輔制度讓夥伴教師獲得學習的榜樣，減少教師孤獨感，可以順利

取得適應新環境的資源，同時建立彼此的信任。而夥伴教師承襲了過去

教輔教師所做的一切，繼續協助新進教師。這樣感恩傳承的正向氣氛持

續促進教師專業發展。除此之外，教輔制度的觀課設計，讓個人得以省

思教學歷程而獲得成長，此乃是與夥伴教師合作而共同發展，與 Allen

等人（1997）與 Allen（2007）以及 Aryee、Chay 和 Chew （1996）教

師共同成長的研究結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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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發展共同信念與願景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除教輔制度外，後續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計畫，也是促進教師不斷

增進專業能力的因素。 

會促成學生與教師的優秀表現，除了教輔制度外，另外就是那種學

群、社群的組織。（A7 師） 

像我們今年我們是有領域嘛，那我剛好分到數學領域，我們就是所謂

一群夥伴，然後就是每個人就是在一年當中就要觀課一次，所以你要

做一個教案的時候，我們會先想，想完之後就是先跟夥伴討論，在討

論的過程當中，這個教案就更棒了。（A3 師） 

承上所述，教輔制度與專業學習社群都是透過備課、觀課與議課的

操作，讓教師共同相互激盪。專業學習社群已是被公認能夠發展教師集

體效能的策略，也是促進學校革新以及轉化學校變革的重要機制（孫志

麟，2010）。在個案學校中，教師也持續針對課程與教學進行對話、探究，

包括： 

學年的這一個凝聚力是非常強的，那尤其這幾年老師們幾乎都有養成

一個就是說共同備課、共同討論，那也像我們現在學年裡頭，就會分

成國語、數學、綜合等學群，那我知道很多的學群他們是還會自己同

一個學年的老師就會自己約時間然後共同備課，那有的時候甚至不一

定是學群，...我覺得這個是促成老師好的表現的一個很重要動力。

(A7 師) 

誠如張德銳和王淑珍（2010：64）所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由一

群具有共同的信念、願景或目標的教師所組成之學習與成長的團隊」，本

研究結果顯示教師社群在凝聚共同信念後，透過備課與觀課，以精進專

業能力的表現。 

我們學校跟別的學校不一樣的地方是，因為老師們都有一個

TEAM，...可以談的事情就會變多，那如果老師可以很認真的備課的

話，那對於學生的表現應該就會，我認為會比較好啦，這是我在別的

學校沒有辦法去得到的...就是這邊是很棒的一個地方。（B3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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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個案學校來看，無論是否是教學輔導教師都會參與專業學習社

群，進行相同領域的共同備課與相互觀課，參與者都會從中獲得成長，

此和 Schmoker（2004）所提到概念相似。而且當專業學習社群的成就目

標清楚，透過團隊合作獲得學校或家長認同與讚賞，教師會更具教學成

就感，展現達到團隊合作與互相激勵歷程的表現（林劭仁，2006；DuFour 

& Eaker, 1998；Rasberry & Mahajan, 2008）。除建構目標外，本研究也與

丁一顧（2011a）的研究發現相同，即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教師集體效能

感（collective teacher efficacy）具有正相關。 

（4）共同學習的學習共同體 

學習共同體與專業學習社群有著相似的互動歷程，很容易為教師所

接受；「所以搭著學習共同體的便車，觀課、議課就在彼此教室的走動，

就變得更加容易了。（B7 師）」。根據學習共同體的理念，教室是一個公

共性空間，教師應打開教室相互學習，彼此形成相互支持的網絡，進而

精進教學（余肇傑，2014：122）。對於打開教室的習性，個案學校的公

共空間早已落實，而學習共同體則讓專業發展聚焦在教師的相互學習。 

因為學習共同體有...每個月排週三行事曆的時候也會不同，一個禮

拜增能、一個禮拜備課，那這個就是把以前那些大家不太喜歡被強迫

的那個研習的時間就真的還給老師，那我們就可以弄個時間去做專業

的成長（B1 師） 

我覺得是學習共同體它...這個觀念帶進來之後，讓我們覺得說老師

也是可以重新再自己互相一起學習的那個理念吧。(B3 師) 

學習共同體將學校空間視為是共同成長的地方，在個案學校中學習

共同體的共同備課與公開觀課是受訪教師認為最有效益的部分，也是長

期以來該校教師活化自身的教學常用的策略，猶如學者所稱課堂教學研

究者（薛雅慈，2014；潘慧玲、陳佩英、張素貞、鄭淑惠、陳文彥，2014）。 

綜言之，個案學校教輔制度實施後制度化原有教師文化，維持教師

專業文化的延續，並在結合專業學習社群後，體現出教輔制度同樣也是

專業學習社群的結果（張德銳、王淑珍，2010）。而且個案學校後續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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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專業學習社群或學習共同體，依然展現如教輔制度的合作關係，學

校氣氛瀰漫著信任。而此信任文化是成員間相互依存，可預測教師集體

效能（Petersen, 2008）。當教師與學校建立信任關係後，教師對於學校會

產生認同感與歸屬感，成員之間相處平等與自由，更會學習如何共同學

習，推展教師專業發展（孫志麟，2010）。由此可見，學校氣氛讓教師願

意參與專業發展，而教師專業發展的過程又可營造校園的信任與合作文

化，再促進教師進行各種專業發展計畫，產生良性循環。是以，促進教

師共同的學習，本身既是促進專業發展，同時是營造支持性學校氣氛的

基礎。 

2.策略應用面向 

如表 1 所示，精進課程的目標以及校長教學領導是重要的策略應用，

以下分述之： 

（1）設定精進課程的目標 

對教師而言，設定精進課程的目標，讓課程有更好的規劃、設計與

實施，來吸引學生並贏得家長信任，是支持教師專業發展的學校氣氛所

需的條件之一。 

我們就會討論這個課程我們設計好不好，然後有甚麼地方需要拿出來

討論，或者是哪個地方就可以成為這一個課程的學習目標，可以把它

拿出來做加深加廣的一個準備…，那這樣子六年累積下來的成果我相

信就會很豐碩。（B5 師） 

曾經有一位主任說過，我們不是為了要得名次去教小孩，但如果我們

都把課程教好了，小孩自然會得名次回來，所以她是很扎實地去上

課。（B3 師） 

從前述文獻探討可知，當學校成員能共享願景、集體學習、共享教

學實務及支持環境佳，教師集體效能感或教師文化都能較為趨向正向，

與本研究結果相同。相對而言，成功的領導者也必須提供教師共同發展

願景與設定目標（王錦慧等人，2015；賴志峰，2011）。根據研究顯示，

設定課程目標的學習方向，尤其是相信學生和學習是重要的共識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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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開展教師有意義的對話，啟動教師合作的行動（Datnow, 2020）。而

教師如果能夠感知學校內具有共享的願景和價值，以學生的學習為目

標，也能讓教師組成團隊進行專業發展，透過分析學生學習結果，形成

反饋圈，以革新教學（Darling-Hammond, 2017; Voelkel & Chrispeels, 

2017）。 

（2）校長教學領導 

受訪教師認為校長領導，也是支持教師專業發展的學校氣氛之關

鍵。其中校長轉化願景帶動組織發展，善用各種機制形塑教師的職業知

覺，以促進教師能有動機改變以及活化學校文化，對教師具有影響力

（Bogler, 2001; Leithwood & Jantzi, 1990）。校長領導誠如教師所提： 

就不同校長的領導風格，就是如果這校長是本身...學術素養很高，

然後對老師們是有要求的，那其實就會真正、真正就會有提升，就是

老師們也會有相對應的表現。（B6 師） 

從教師的觀點出發，校長學科專長與教師接受領導有關，特別是： 

我覺得也跟學校有關耶，像我們學校就是比較學術型的，那我們的校

長就必須要這方面的學養很高，譬如說我在數學方面就是權威，我在

這個國語啊是權威，那老師們當然就會信服。（B3 師） 

或者是新校長可能會帶來一些新的 idea，或者是新的專案，那也許

老師就會在校長領導下，會有不同的火花出現。（B4 師） 

在受訪教師觀點中，個案學校校長具備帶領教師進行學科精進的能

力，即教學領導（吳勁甫，2020）。研究顯示在校長引導與支持的學校環

境下，當能讓教師滿足於自身的專業知能精進，教師對工作也較為滿意

（Bogler, 2001; Dinham & Scott, 1998）。尤其是校長如能扮演「首席教師」

角色，帶領教師建立學校願景與目標，以學生有效學習為方向的共識（王

錦慧等人，2015：21），對營造正向學校氣氛有所助益。 

但是本研究顯示，受訪教師更容易信服校長在教學上的權威或學科

上的知識，而校長在教學上帶來的新觀念也影響到教師參與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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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發現與相關研究顯示，校長的教學領導行為可以促進教師的教學專業

發展，原因在於校長能肯定教師、提供機會、重視教和學、運用成人學

習特徵、執行行動研究以提供教學決定資訊等策略（Blase & Blase, 1999; 

Sheppard, 1996），是不同的。而且根據吳勁甫（2020）後設分析校長教

學領導和學校效能間的效應量，結果發現校長教學領導與學生效能關係

的平均效應量較低。雖然此結果與相關研究指出校長領導多直接影響教

師而間接影響學生是有關的（Huang et al., 2019）。然而，校長教學領導

對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性仍不可否認。在本研究中顯示出，教師仍需要

校長的教學引導與支持。 

3.資源應用面向 

如表 1 所示在資源應用向度，教師最關心的是空間規劃以及專案整

合，以下分述之： 

（1）適合的空間規劃 

從教師的角度而言，學校內合適的空間規劃可以提高教師更多非正

式的討論機會，促進教師互動。很多受訪教師皆提到對過去大辦公室空

間規劃的懷念，不同領域的教師坐在一起，隨時可以交換意見。因此，

大家對於跨科或跨年級的事務也都有相當程度的了解。 

在大辦公室的時候，我比較清楚說，可能我們同一個學年的科任老

師...社會老師、英語老師、自然老師，然後我們大概這學期有哪些

活動，然後可能大概施行的時間點在甚麼地方，一講發現ㄟ，都一樣

在五月的話，那我們就會適度的錯開。（B2 師） 

我們的需求就是要一張桌子可以邊改作業邊聊天，我們不是要像星巴

克那樣的空間，而只是要大家可以聚在一起，一邊做事一邊可以和其

他教師互動而已。（說到這裡，其他受訪教師也都笑著同意）（A3 師） 

承上所述，足見一個合適的空間規劃，可以對教師間互動帶來許多

方便與機動性。因此，提供適切的空間與設備，提高教師互動頻率，是

推展學習社群重要的關鍵（丁一顧，2011a：11、17-18），更是提供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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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認識與理解的重要媒介。亦如 Lortie（1975）所提，學校建築的教

室區隔形成了教師孤立文化，在本研究中空間的便利性是可促進教師進

行非正式討論、意見或情感交流，產出時間效能，讓教師分享新知與形

塑團隊（賴志峰，2011）。因此，在資源應用面向上，空間的規劃與設計

是重要的一環。 

（2）整合教師專業發展計畫 

從訪談資料來看，近年來所推動的教育政策，確實提升學校氣氛，

並制度化促使教師持續互動與精進，包括教輔制度、專業學習社群、學

習共同體等。但是諸多的政策與方案，增添學校生活的忙碌，加重教師

的工作負擔（潘慧玲、張淑涵，2014）。 

我覺得我們這幾年其實有在努力做一些整合，就是有一些事情他其實

基本上目標是一樣的嘛，就可以進行專業的發展整合，我覺得第一個

可以努力的大概就是說把一些類似的東西進行一些整合，老師就不用

花那麼多的時間去做一些很類似的事情。（A1 師） 

我們已經很四合一、就四合一的感覺，就學共然後學群然後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跟教輔制度，在我們學校就把它融在一起了。（A7 師） 

對學校經營而言，引入資源方能支撐各種制度、措施、環境的運作

與營造，展現學校教育結果，再獲得更多的資源與協助，注入學校經營

的活力（王錦慧等人，2015；賴志峰，2011），是為正向循環。校長也必

須提供、運用和分配學校資源，達到革新教學目標（陳木金，2004：6）。

資源或機會的提供有助於教師專業成長，但是當提升教師專業發展的教

輔制度、專業學習社群、學習共同體等，有著教師互動共同精進的本質，

應如潘慧玲、張淑涵（2014：184-185）所言，整合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制

度的資源，而非僅是不斷引進而忽略計畫間同質性，顯示計畫的整合有

其必要性。 

（三）教師專業發展、學校氣氛與學生學習 

誠如表 1 所示，個案學校的師生表現來看，教師不僅在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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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語文競賽、校外分享、公開觀課等都有不錯的表現；而學生

則在基本學力檢測成績、競賽、科展、社團有優良的表現。整體而言，

個案學校展現正向且積極的學校氣氛，學生學業成就應有所提升。 

根據個案學校的經營，在原有學校氣氛下，教輔制度、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與學習共同體都奠基在教師與學校的信任關係基礎上持續發展。

如以 DuFour（2004）所稱專業學習社群三大思維（確保學生學習、協同

合作文化、聚焦學習結果）與四大支柱（任務、願景、價值、目標），來

檢視個案學校在教輔制度、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或學習共同體的運作，不

難發現確實個案學校都具足，唯有「聚焦學習結果」較為薄弱。另外，

Eccles 等人（1993）以及 Goodenow 與 Crady（1997）皆曾提過學校氣氛

可促進學生學習動機，而 Shindler 等人（2009）也指出學校氣氛可讓學

生有較佳的學業表現。個案學校在前文的分析中，各種教師專業發展計

畫讓學校具有良好的教師集體效能，對於學生學業成就應具有提升的預

測力。然而，在訪談過程中教師們幾乎很少將專業發展活動連結學生學

習結果，或談及將學生學習結果作為分析的對象，更多的是教師間的互

動交流。此現象顯然與研究指出：對學生學習有幫助的專業發展活動會

激發教師參與意願（Abramczyk & Jurkowski, 2020）、教師社群活動必須

要有集體目標且以分析學生學習數據為主，方能讓教師感知專業發展活

動的有效性（Darling-Hammond, 2017; Voelkel & Chrispeels, 2017）等有

落差，顯示個案學校將學生學習納入專業發展活動的分析對象，尚未形

成風氣。換言之，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有效特徵：提高學生學習成果，

未獲得教師群體的關注。 

進一步探究該校在基本學力測驗的結果，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於民國

94 年首次辦理國小六年級學生國語文學力檢測，以瞭解九年一貫課程實

施前、後的學習趨勢，並協助教師作為調整教學及銜接教學之參考，並

於 95 年及 98 年，陸續增加數學及英語兩科。自 101 年開始，調整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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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辦理國小五年級學生國語文、數學和英語等三個科目學力檢測。

表 2 為個案學校學生基本學力 102-104 年基本學力測驗結果： 

 

表 2 

個案學校基本學力檢測成績一覽表 

         科目 

年度 
國文 數學 英文 

 平均 差異 平均 差異 平均 差異 

102 
臺北市 69.82 

4.43 
70.48 

3.67 
85.85 

4.93 
個案國小 74.25 74.15 90.78 

103 
臺北市 75.38 

1.24 
68.21 

1.66 
80.06 

1.71 
個案國小 76.62 69.87 81.77 

104 
臺北市 71.00 

3.41 
69.97 

3.41 
77.90 

2.5 
個案國小 74.41 73.25 80.40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根據上表，個案學校學生在近三年國語、數學、英文三科平均數與

臺北市平均數的差異，可如圖 1 所示： 

圖 1 個案學校學生近三年三科基本學力測驗平均與臺北市平均差距 

個案學校學生在臺北市基本學力標準檢測上的表現，該校教師普遍

認為整體來說是高於臺北市平均值甚多。然而在訪談的過程中，本研究

發現教師們對於此項測驗具體結果的關注程度並不高。換言之，教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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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來是以學生學習歷程的表現為關注點，但以客觀的學生學習成果相

對較少。 

以個案學校 102 年至 103 年國語、數學與英文的平均得分和臺北市

的平均得分的差異（如表 2）來看，個案學校各科的平均成績皆高於臺

北市，印證受訪教師的觀點。然而，個案學校在此三個科目（國語、數

學、英文）的平均得分與臺北市平均得分差異，102 年度分別為 4.43、

3.67、4.93；103 年度分別為 1.24、1.66、1.71；104 年度分別為 3.41、3.41、

2.5 分。個案學校學生在基本學力測驗的結果，如以臺北市平均分數差距

作比較值，顯然個案學校以 102 年度表現最佳勝過臺北市平均數是三年

來最高，其次為 104 年，而以 103 年度勝過分數差異最小。從三年個案

學校三科目平均分數與臺北市平均數的差異來看，三年顯然呈現差異不

穩定的狀態。本研究推論此結果與每年測驗學生家庭社經背景有關，前

文探究之學校氣氛有助於學生學業成就之提升，則有差異，其原因值得

探討。 

根據訪談結果顯示，教學革新確實是受訪教師的焦點，但對學生學

習成果的分析，又相對較為薄弱。此顯示出教師雖然具有集體學習與反

省的實踐特質，但僅限於針對教學革新的「單圈回饋組織」；如能納入學

生學習成果成為教學革新的「雙圈回饋組織」，讓學校有基本上的改變，

將學生學習以及客觀測驗結果產生連結，應對提升學校教育品質更有助

益（秦夢群，1998）。另外，根據 Goddard、Hoy 和 Hoy（2000）的研究

顯示，高度集體效能與信念，不僅影響著教師行為也影響著學校氣氛，

但是當集體教師以增進學生學習成果的目的時，方能產出有目的的行

動，也才能促進學生學習。因此，本研究發現個案學校教師並未意識到

以客觀的學生學業成就做為教師專業發展的目的，或者做為教師專業發

展成效評估的依據。 

另外，從實證資料顯示，受訪教師曾於訪談中提到影響學生表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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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擾因素，包括學校活動太多，尤其是臨時活動，學生很難靜下心來學 

習，教師往往要花費很多時間才能讓他們慢慢靜下來，這也會影響到學

業上的學習成果。學校的活動或競賽關乎學生非認知上的表現，然而與

學生學習成果如何取得平衡，值得探討。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以個案為例，探究教師知覺學校氣氛以及在人力發展、策略

計畫、資源應用三面向的條件。根據研究結果與討論，本研究獲致下列

結論： 

（一）個案學校本已有教師交流情形，教輔制度促進該校制度化交

流活動，並促使後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學習共同體順利的被推動。 

（二）學校氣氛中的信任關係是營造教師合作文化的基礎，而教師

專業發展又見證彼此的信任感，讓學校氣氛和教師專業發展產生良性循

環。 

（三）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專業學習社群、學習共同體等，為學校

用以發展教師集體效能感的媒介，同時營造精進教學的共同願景與促進

教師合作學習行動。 

（四）善用設定課程精進目標與校長教學領導的策略，並且結合資

源應用面向上的空間規劃與專案整合，乃是促進個案學校氣氛的條件。 

（五）個案學校學生整體學習成就表現不錯，但教師專業發展或學

校氣氛對學生學習之影響程度卻不明顯，顯示出教師專業發展並未高度

關注學生學習成就之提升。 

二、建議 

（一）持續推展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專業學習社群、學習共同體等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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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專業學習社群、學習共同體等，

乃是學校用以發展教師集體效能感的媒介，亦即，個案學校教師透過彼

此間的分享、對話、激盪、支持、備課、觀課、議課等機制，研討教學

議題，提升教學專業與信心。因此，建議政府應持續推動並鼓勵學校申

辦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專業學習社群、學習共同體等計畫，藉以凝聚教

師集體效能，進而提升學校教育品質。 

（二）應續推動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並引導教師關注與聯結學生學

業成就 

本研究發現，個案學校透過各種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來促進教師制度

化交流、營造學校正向氣氛，然研究也發現，個案學校教師專業發展並

未高度關注學生學習成就之提升。因此，本研究建議學校應持續辦理各

種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並引導教師於進行專業發展活動之際，能積極關

注學生學習成就之提升，以落實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之真正意義。 

（三）落實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作為，積極營造學校正向氣氛 

本研究發現，善用設定課程精進目標與校長教學領導的策略，並且

結合資源應用面向上的空間規劃與專案整合，乃是促進個案學校氣氛的

配合要件。因此，本研究建議，校長應落實課程與教學領導作為，積極

引導教師參加學校所申辦之教師專業發展活動，致力推動教師間的對

話、交流、與學習，以促發及營造教師開放、分享、省思、創意之正向

氣氛，進而提升教師專業與學生學習。 

（四）持續進行與驗證教師專業發展與學生學習成就關聯性之相關

實徵研究 

本研究發現，個案學校學生整體學習成就表現不錯，但教師專業發

展或學校氣氛對學生學習影響程度卻呈現不明顯且穩定度較弱。因此，

為深入瞭解教師專業發展或學校氣氛對學生學習成就影響，建議未來可

採準實驗研究或行動研究，探究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對學生學習成就的影

響，也可採問卷調查瞭解學校氣氛是否為其間關係的中介或是調節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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